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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客观量化航空公司飞行安全韧性，提出一种基于快速存取记录器（Quick access recorder）数据的飞行安

全韧性评价方法（Flight safety resilience assessment method，FSRAM），记作 QAR‑FSRAM。首先，通过理论分析

界定飞行安全韧性的概念，并描述其飞行绩效数据特征；然后，基于 QAR 数据，采用短时间序列表达挖掘

（Time‑series expression miner， STEM）技术构建 QAR‑FSRAM；最后，以 A 航空公司在进近阶段的飞行数据作

为研究对象进行实例评价。结果表明：飞行安全韧性的绩效数据特征分为趋势和偏离两个维度；QAR‑FSRAM
包含 4 个标准化步骤，分别为构建航班韧性绩效表征变量、量化表征变量趋势特征、计算表征变量偏离特征和分

析航空公司航班绩效结构；A 航空公司在进近阶段的飞行安全韧性不高，韧性值仅为 0.51，将韧性评价结果与飞

行 品 质 监 控（Flight operation quality assurance， FOQA）超 限 检 测 结 果 进 行 对 比 ，验 证 了 QAR‑FSRAM 的 有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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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objectively quantify the flight safety resilience of airlines， a quick access recorder 
（QAR） data based flight safety resilience assessment method （FSRAM）， named QAR-FSRAM， is 
proposed. Firstly， the concept of flight safety resilience is defined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its 
characteristic manifestations in flight performance data are described. Subsequently， based on QAR data， the 
QAR-FSRAM is constructed using the short time-series expression miner （STEM） technique. Finally，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is conducted using the flight data of Airline A during the approach phase as a case stud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erformance data characteristics reflecting flight safety resilience are characterized 
by two dimensions， such as trend and deviation. Four standardized steps are involved in the QAR-FSRAM： 
Construction of flight resilience performance characterization variables， quantification of their trend 
characteristics， calculation of their devi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analysis of the airline’s overall flight 
performance structure. It is revealed by the findings that relatively low flight safety resilience is exhibit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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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line A during the approach phase， with a calculated resilience index of only 0.51.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QAR-FSRAM method is validated through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resilience assessment results 
and flight operation quality assurance （FOQA） exceedance detection.
Key words: airlines； flight safety； trend characteristic； deviation characteristic； resilience assessment； quick 

access recorder （QAR）

安全是决定航空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安全韧性作为韧性概念的分支，是安全领域新概

念［1‑2］，也是进一步优化系统安全绩效的新方法。

Hollnagel等［3］认为韧性是系统在变化和干扰之前、

期间或之后用来调整其功能的内在能力，以期在预

期和非预期条件下维持所需性能。这种维持所需

性能的能力，通常会在系统的实际运行绩效数据中

有所体现。黄浪等［4］将安全韧性定义为系统在一

定时空内面对风险的冲击扰动时，维持、恢复和优

化系统安全状态的能力。随着韧性理论的不断演

进，国际民航业开始意识到，管理非预期风险不仅

要依赖事故、征候、超限事件等负面样本，更应从

“安全‑Ⅱ”视角出发，深入分析和挖掘全运行航班

的安全规律和正向安全贡献，并以评价、提升系统

的安全韧性［5‑6］，实现更有效的航空事故预防。

近年来，国际航空业在安全韧性方面取得了显

著进展。例如，ICAO［7］提出循证训练（Evidence 
based training，EBT）的理念，并以此强化飞行机组

的知识、态度、技能，使其在预期与非预期情形下具

有 韧 性 。 美 国 航 空（American airlines，AA）［8］在

2020 年提出了机组安全韧性的评价方法，通过观

察和收集飞行运行中的机组韧性行为（Flight crew 
resilient behavior，FRCB），对机组的安全韧性进行

了描述性分析。欧洲航行安全组织［9］则提出了系

统韧性潜能管理的概念，并通过韧性分析矩阵（Re‑
silience analysis grid，RAG）分析方法对空管机构

的安全韧性进行了半定量评价。国内方面，王兴隆

等［10］通过构建贝叶斯网络模型，从宏观、中观、微

观等 3 个层次自下而上对空中交通运输体系的韧

性进行评估。郭九霞等［11‑12］学者基于网络视角，分

别量化了航空运输网络的韧性及脆弱性，以此分析

新冠疫情、自然灾害等冲击对宏观航空运输系统的

影响。

尽管安全韧性概念已在航空业得到广泛关注，

但如何将其与航空公司日常运行产生的大规模数

据相结合，以实现客观、量化的评价，是当前面临的

关键挑战。航空公司积累的海量快速存取记录器

（Quick access recorder，QAR）数据为此提供了宝

贵的数据基础，以高频度、高精度记录了飞行过程

中的运行参数，蕴含了反映航班运行状态、动态稳

定性及对环境扰动响应能力的丰富信息。然而，当

前 QAR 数据的应用主流仍集中在飞行品质监控

（Flight operation quality assurance，FOQA）框 架

下，其主要目标是识别超限事件，这在本质上属于

传统安全管理（Safety‑Ⅰ）的范畴，侧重于对失效和

偏差的分析［13‑14］。近年来，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技

术的发展推动了部分研究利用 QAR 数据进行更深

层次的探索［15］，例如通过聚类算法识别典型的飞

行运行模式［16］，或评估飞行操纵品质［17］。上述工

作为从数据层面理解航班运行的复杂性与适应性

提供了新的视角，其分析结果与韧性概念具有潜在

相关性。但是，将此类数据分析方法与安全韧性理

论（特别是强调系统适应与成功的 Safety‑Ⅱ视角）

进行系统性整合，构建能够量化评估航空公司飞行

安全韧性水平的综合性评价方法，目前仍是研究的

薄弱环节，相关的公开研究成果较为有限。

鉴于此，本文聚焦于飞行安全韧性在航班运行

绩效层面的体现，提出一种基于 QAR 数据的航空

公司飞行安全韧性评价方法。该方法的核心在于

通过分析航班运行核心参数的时间序列模式（特别

是趋势的稳定性和偏离程度），提取航班 QAR 特征

参数构建韧性绩效表征变量，采用短时间序列表达

挖 掘 方 法（Short time‑series expression miner，
STEM）量化航班簇趋势特征、偏离特征，实现韧性

绩效模式划分，进而量化评价飞行安全韧性。本文

特别选取了运行风险较高的进近阶段作为研究切

入点，并以 A 航空公司在该阶段的运行数据为例

展开案例评价，将其评价结果与该阶段的 FOQA
超限检测结果进行对比验证，以期为航空公司利用

自有运行数据评估和提升飞行安全韧性提供理论

方法支撑。

1 飞行安全韧性

1. 1　飞行安全韧性概念界定

在航空领域，飞行机组被认为是系统安全韧性

的主要来源［18］。面对飞行运行中预期与非预期的

危险，飞行机组为保障运行安全所做出的调整、适

应等行为可以帮助飞行运行维持可接受的安全水

平。AA［8］于 2020 年提出 FRCB 的概念，并通过定

义 FCRB 间接对机组飞行安全韧性和航空公司飞

行安全韧性进行界定。 FCRB 被认为是“doing 
something above and beyond SOP”，既包含了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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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在飞行运行过程中高于规章标准的行为，也包

含了在规章覆盖不到或者规章没有明确指出的情

况下，飞行机组为保证运行安全所采取的行动，这

些行为都反映了飞行机组在预期与非预期情形下

对运行安全的正面贡献，使得飞行安全绩效尽可能

地不低于基线绩效。若不考虑航空公司在航空器

硬件、管理因素等方面的差异，航空公司飞行安全

韧性可以认为是既定统计时段内航空公司所有飞

行机组飞行安全韧性的总体水平。

综上分析，本研究结合航空运输特殊行业属

性，借鉴 AA 对于安全韧性的概念界定，将“航空公

司飞行安全韧性”定义为：航空公司以机组飞行安

全韧性为基础，面对飞行运行中的风险扰动而保持

安全绩效不低于基线绩效的能力。这一定义强调

了航空公司整体飞行安全韧性对一线运行人员（机

组）韧性的依赖，并将关注点聚焦于系统在扰动下

维持关键安全绩效（不低于特定基线）的实际表

现。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并不试图为这一定义本

身构建单一的数学表达式来直接度量韧性，而是主

张通过分析大规模 QAR 数据中能够反映系统飞行

安全绩效稳定性与演变规律的关键统计特征，来定

量地评估航空公司的飞行安全韧性水平。这些关

键数据特性的具体定义、识别与量化方法，将在后

文进行详细阐述。。

1. 2　飞行安全韧性的绩效数据特征

韧性概念被广泛应用于不同学科领域［19‑21］，但

本质上，其韧性概念都可以采用一个相似的图形化

表示来阐述，即图 1 所示的韧性曲线，该曲线最初

由 Bruneau 等［22］提出，后来被称为“韧性三角”。韧

性曲线以动态视角描绘了系统受到冲击扰动后的

绩效特征：t1 时刻，系统受到扰动，绩效下降；t2 时

刻，系统绩效达到最低值；t2~t3 时刻，系统绩效逐

渐恢复并达到基线水平。

然而，图 1 中的韧性曲线是概念性的，在飞行

安全韧性研究中，航班安全绩效由多个 QAR 飞行

过程参数决定，因此韧性曲线具有更广泛的轨迹特

征。尽管轨迹形态多样，但其动态过程的核心特征

可以从两个关键维度进行概括和量化：一是趋势特

征，二是偏离特征。

趋势特征描述了在特定运行情境下，大量航班

样本在某一或某组关键飞行参数上表现出的整体

性、方向性的统计趋势。它反映了航空公司在该情

境下航班安全绩效的平均水平随时间（或其他条

件）的演变方向或集中倾向。通过分析此特征，可

以评估系统维持安全绩效的宏观表现。  例如，若

某参数的安全裕度随时间推移呈现持续增大或稳

定的趋势，表明系统在该方面较好地维持了安全绩

效水平，体现了韧性；反之，持续下降的趋势则可能

预示韧性不足，绩效有跌破基线的风险。

偏离特征衡量了在特定运行情境下，个体航班

在某一或某组关键飞行参数上的实际表现值与其

所属群体趋势特征之间的离散程度或波动幅度。

它量化了个体运行表现围绕群体中心趋势的变异

性与一致性，反映了系统在面对各类（包括未显性

记录的）扰动时，保持运行稳定性和一致性的能

力。  较低的偏离特征意味着航班运行更为稳定、

可预测，系统能有效吸收扰动，将绩效维持在预期

范围内（有助于保持在基线之上）；较高的偏离特征

则表明运行一致性差，系统对扰动的吸收能力可能

不足或不稳定，增加了绩效偏离预期的风险。

通过对这两类特征的综合分析，可以更全面地

评价航空公司在不同运行情境下的飞行安全韧性

水平，即在扰动下保持安全绩效不低于基线的

能力。

2 飞行安全韧性评估方法

本研究通过建立航班韧性绩效表征变量，量化

韧性绩效表征变量趋势特征、偏离特征，分析航空

公司飞行绩效结构，构建基于 QAR 数据的飞行安

全韧性评价方法。

2. 1　建立韧性绩效表征变量

航班韧性表征变量 R=｛R1，R2，…，Rn｝被定义

为综合安全绩效 I=｛I1，I2，…，In｝相较于安全绩效

基线 B=｛B1，B2，…，Bn｝的偏离。将飞行过程分为

n 个时段 T1至 Tn，则航班在时段 Ti的韧性表征变量

Ri可表示为

Ri = Ii - Bi （1）
式中安全绩效基线 Bi 是一个固定标准，由大范围

的飞行数据样本综合决定。

航班在时段 Ti的综合安全绩效 Ii如下

Ii = ∑
j 

ωij mij （2）

式中：mij 为 QAR 特征参数 xij 在时段 Ti 的安全裕

度，ωij 为权重。mij可表示为

图 1 韧性曲线

Fig.1 Resilience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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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 xij )- O ( )xij

x̄ ij - L ( xij )
O ( )xij - L ( xij )

（3）

式中：x̄ ij 为 xij 的均值；U ( xij )和 L ( xij )分别为 xij 在

FOQA 中的监控上限和下限；O ( xij ) 为 xij 的最佳

值或推荐值。

为后续分析方便，在 R 中增加虚拟参考点 R0

作为序列起点，即 R=｛R0，R2，…，Rn｝，并令 R0 为

0，假设运行的初始状态处于安全绩效基线。

2. 2　量化韧性绩效表征变量趋势特征

采用 STEM 聚类技术对航班韧性绩效表征变

量的趋势特征进行分析。STEM 聚类由卡耐基梅

隆大学 Ernst 等［23］开发，技术优势在于良好的短时

间序列数据处理能力，能够快速实现大量短时间序

列数据的动态模式捕捉；其次，STEM 基于一组预

定义的、具有明确趋势含义的趋势画像（Temporal 
profiles）进行聚类，可以直接识别并量化如稳定、

上升、下降等与韧性表现相关的趋势特征，相比

K‑Means 等传统聚类方法在趋势识别和解释性上

更具优势。此外，STEM 内置了基于置换检验

（Permutation test）的统计显著性评估方法，可以检

验趋势画像及其聚类航班数量的显著性，为趋势特

征分析提供统计支持，增强结论的客观性。

趋势特征分析步骤如下：

（1） 确定参考趋势画像

根据韧性表征变量的长度 n，设定时间序列相

邻点的变化幅度 c 以及参考趋势画像个数 z，从而

确定参考趋势画像集合 S=（s1，s2，…，sz），每个参考

趋势画像都由 1 个自然数序列表示。

（2） 航班样本 STEM 聚类

筛选在安全绩效基线 B附近的航班。记总航

班样本为 F，满足筛选条件的航班样本记为 Fb，Fb

中所有的航班的运行模式定义为“基线模式”。

通过 STEM 聚类将剩余航班的韧性表征序列

与参考趋势画像按照最小距离原则进行聚类。参

考趋势画像 sk对应的航班簇记为集合 Fk，采用置换

检验检查每种参考趋势画像的显著性。

（3） 分析航班簇的趋势特征

对于显著趋势画像 sk，其表达式为自然数序列

（V0，V1，V2，…，Vn），计算趋势特征指标 TI 的表达

式为

TI = 1
n ∑

i = 0

i = n - 1

( )V i + 1 - V i （4）

根据 TI 的符号将航班簇划分为 2 类：TI≥0，
则对应航班簇是正向趋势主导；反之，则是负向趋

势主导。一般而言，正向趋势主导说明飞行机组对

运行安全做出了正向贡献，飞行安全韧性较高。

2. 3　计算航班簇的实际偏离

本节通过定义累积代数偏离（Cumulative alge‑
braic deviation，CAD）和 累 积 绝 对 偏 离（Cumula‑
tive sum of deviation，CSD）指标，对航班簇相对于

安全绩效基线的偏离特征进行量化。这两个指标

从不同维度刻画了航班簇韧性表征变量的偏离情

况，其中，CAD 关注净偏离方向与大小，CSD 则关

注总偏离幅度或波动性。

（1） 累积代数偏离

CAD 被定义为韧性表征变量在各个时段取值

的代数和。对于航班 f，其韧性表征变量序列 Rf =
（Rf

0，Rf
1，Rf

2，… ，Rf
n），则 航 班 f 的 累 积 代 数 偏 离

CADf如下

CAD f = ∑
i 

Rf
i （5）

对于航班簇 Fk，其累积代数偏离 CADk 可表

示为

CADk = 1
N ( )Fk

∑
f ∈ Fk

CAD f （6）

CADk 反映了航班簇 Fk 相对于基线绩效的平

均净偏离方向与幅度。由于计算中正负偏离会相

互抵消，CADk 主要衡量整体偏离态势。  CADk 大

于等于 0，说明航班簇 Fk中的航班趋近于更高的安

全水平，是“正向偏离主导”；反之，则是“负向偏离

主导”。CADk越大，意味着更高的安全韧性。

（2） 累积绝对偏离

为全面衡量航班绩效偏离基线的总幅度（即波

动程度或不稳定性），定义累积绝对偏离 CSD，即

航班韧性表征变量在各个时段的偏离量绝对值

之和。

航班 f的累积代数偏离 CSDf可表示为

CSD f = ∑
i 

|Rf
i | （7）

航班簇 Fk的累积代数偏离 CSDk如下

CSDk = 1
N ( )Fk

∑
f ∈ Fk

CSD f （8）

CSDk 值越大，说明 Fk 的综合安全绩效相对于

基线的累积波动程度越大，即飞行过程中的不稳定

性或偏离幅度更大，安全管理需要对 CSD 值高的

航班或航班簇投入更多的关注。

2. 4　分析航班韧性绩效模式

飞行安全韧性作为航空公司的一种内部能力，

会直接影响外显的飞行安全绩效，进而使得航班样

本展现出不同的绩效模式。通过划分航班韧性绩

效模式并分析总航班样本的绩效结构，可以实现航

空公司飞行安全韧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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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绩效模式划分

整体上，可以将全运行航班样本的聚类簇划分

为如下 3 个模式：

模式Ⅰ——基线模式：航班簇 Fb 的综合安全

绩效 I 在安全绩效基线 B 附近，即航班韧性表征变

量 R 对应基线趋势画像 sb =（0，0，…，0）。

模式Ⅱ——特征模式：航班簇 Fk 的综合安全

绩效 I 较安全绩效基线 B 一定程度偏离，同时又通

过置换检验，呈现显著变化趋势。模式Ⅱ的航班簇

对应显著参考趋势画像 sk，0≤ k≤z。
模式Ⅲ——混乱模式：航班簇 Fc 较基线绩效

具有一定程度偏离，但其趋势画像不显著。该模式

认为是由随机现象导致，大概率对应异常安全状态

的航班。

进一步，根据趋势特征（TI 符号）以及偏离特

征（CAD 符号），将模式Ⅱ中的航班簇划分为 4 个

子模式：

① 模式Ⅱ‑1：正向趋势与正向偏离主导，记为

（+，+）；

② 模式Ⅱ‑2：负向趋势与正向偏离主导，记为

（-，+）；

③ 模式Ⅱ‑3：负向趋势与负向偏离主导，记为

（-，-）；

④ 模式Ⅱ‑4：正向趋势与负向偏离主导，记为

（+，-）。

综上所述，航空公司的飞行运行样本，都可以

划分到如图 2 所示的类别中。

（2） 绩效结构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 ，不同于“安全‑不安全”“违

规‑不违规”这些二元模式划分，图 2 将系统飞行安

全绩效划分为更精细的模式。本研究分别提出了

2 个反映系统绩效结构的三元组，来衡量航空公司

的飞行安全韧性。

第 1 个三元组反映模式Ⅰ、模式Ⅱ和模式Ⅲ航

班数量占总航班数量的比重，记为总体绩效结构

G=（G1，G2，G3），G1、G2和 G3分别被称为基线模式

运行率、特征模式运行率，以及混乱模式运行率，可

表示为

Gi = N i

N
（9）

式中：i ∈ { 1， 2， 3 }，N 为总航班数，Ni为模式 i 对应

的航班数量。

如果航空公司的 G1很大、G3很小，说明该公司

的飞行安全绩效越稳定，安全韧性越高。特征模式

中里面包含了不同趋势特征与偏离特征的子模式，

因此不能通过 G2的大小直接推断航空公司的安全

绩效高低。

第 2个三元组为航班样本的特征绩效结构 C=
（C+，C0，C－），其中 C+、C0和 C－分别表示“正向趋势

与正面偏离主导的航班占比”“正向趋势或正面偏

离主导的航班占比”，以及“负向趋势与负面偏离主

导的航班占比”，可通过式（10~12）计算。

C+ = N 21

N 2
（10）

C 0 = N 22 + N 24

N 2
（11）

C- = N 23

N 2
（12）

式中 N21、N22、N23、N24 分别为模式Ⅱ‑1 至Ⅱ‑4 对应

的航班数量。

在特征模式中，如果 C+很大，则说明该公司的

运行安全绩效如果发生偏离，多会朝着正向的趋

势、正面结果发展，是高安全韧性的体现。反之，

C－很大则表明安全绩效的发展趋势和偏离结果是

负面的，是典型的安全韧性不足。C0 则表示大多

数的偏离只能具备一种正面的发展动态。

（3）飞行安全韧性评价

基于上述分析，为方便多个航空公司进行飞行

安全韧性的横纵向比较，综合 G 与 C，计算飞行安

全韧性指标（Flight safety resilience index，FSRI）。

FSRI = ω 1 G 1 + G 2( ω 2 C+ + ω 3 C 0 - ω 4 C- ) - ω 5 G 3

（13）
式中 ωi 为韧性绩效管理乘数，可以由飞行安全管

理者的管理偏好决定。

FSRI 越大，说明安全韧性越高。每个运行主

体，可以通过对 FSRI 的持续评估、分析与韧性绩

效改进，实现飞行安全韧性绩效的管理。

3 案   例

本研究以中国境内的 A 航空公司为例，收集

了该公司 2021 年度第一季度 875 个航班的 QAR 数

据。3.1~3.4 节展示了该航空公司飞行韧性评价

的过程及其结果，3.5 节将韧性评价结果与 FOQA

图 2 航空公司飞行安全韧性绩效模式划分

Fig.2 Modes of airline flight safety resilience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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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限检测结果进行对比，验证安全韧性评价的有

效性。

3. 1　航班进近阶段韧性绩效表征变量

在飞行过程中，最终进近阶段是影响飞行安全

最为关键的阶段。因此以该阶段为例，构建韧性绩

效表征变量。

在进近过程中，不稳定进近会诱发飞行失控

（Loss of control in‑flight，LOC‑I）、可控飞行撞地

（Controlled flight into terrain，CFIT）和跑道偏出

（Runway excursion，RE）等 3 类事故，CFIT 事故可

以理解为偏离下滑道、航向道规定范围的结果；

RE 大多是由于过大的空速和垂直下降率使飞机

携带过多能量造成的；LOC‑I 事故一般由不安全

的飞行姿态或者空速小于最低阈值导致。基于上

述分析，提取空速、垂直下降率、滚转角、下滑道偏

离和航向道偏离度等 5 个参数作为进近过程的特

征飞行参数，如表 1 所示。结合 FOQA 监控标准，

依据飞行高度将最终进近过程划分出 5 个阶段，

添加虚拟参考点 R0 后，构造长度为 6 的韧性绩效

表征变量。

3. 2　趋势分析结果

将总航班样本综合安全绩效 I 的均值作为安

全绩效基线 B，并以 B±0.1 为筛选条带，从 875 个

航班样本中筛选出 454 个航班，将其划分为“模式

Ⅰ—基线模式”。图 3 为基线模式航班簇 Fb的韧性

绩效表征变量 R 的变化情况。设定±0.1 阈值的主

要目的是界定一个围绕安全绩效基线的窄带区域，

该区域内的波动被视为操作上可接受的微小偏离

或系统固有噪声。为在实际数据中有效地区分出

稳定维持在基线水平附近的航班（模式Ⅰ）和发生

了统计或操作意义上显著偏离的航班，从而提升对

后者的分析效率和针对性，阈值的具体取值也可以

根据数据特性和分析需求进行调整。

通过 STEM 软件，设置 n=6、c=2、z=50，构

建 50 个参考趋势画像，如图 4 所示，每个方框中的

折线图代表一种趋势画像，方框左上角的数字为趋

势画像的编号。

表  1 最终进近阶段的特征飞行参数

Table 1 Characteristic flight parameters for the final approach phase

高度

时段

参数

305~610 m
T1

垂直下降率

滚转角

152~305 m
T2

垂直下降率

空速

滚转角

下滑道偏离

航向道偏离

61~152 m
T3

垂直下降率

空速

滚转角

下滑道偏离

航向道偏离

15~61 m
T4

垂直下降率

空速

滚转角

下滑道偏离

航向道偏离

0~15 m
T5

垂直下降率

—

滚转角

下滑道偏离

航向道偏离

图 3 基线模式的航班簇 Fb

Fig.3 Flight clusters Fb for the baseline mode

图 4 参考趋势画像集合 S

Fig.4 The set of reference temporal profile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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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剩余的 421 个航班与图 4 中的 50 个参考趋

势模型进行匹配，根据最小距离原则将航班聚类到

不同的趋势画像，利用 STEM 内置的置换检验方

法，识别出 5 个显著的趋势画像（p<0.05），分别

为：s7（0，-2，0，-1，0，1），s21（0，0，0，-1，0，-2），

s27（0，0，1，0，0，2），s36（0，1，0，0，0，2）和 s40（0，2，0，
1，0，-2）。对应的航班簇分别记为 F7、F21、F27、F36

和 F40，上述航班簇一共包含 355 个航班，属于特征

模式。如图 5 所示，F7中的韧性表征变量呈现波动

上升的趋势；F27 和 F36 中，韧性表征变量在最后一

个时段（0~15 m）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F21 中，

韧性表征变量在 0~15 m 则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

势；F40的趋势与 F7几乎相反，韧性表征变量呈现波

动下降的趋势。

除去基线模式和特征模式中的航班，剩余

86 个航班的韧性表征变量由于其趋势画像不显

著，被划分入“混乱模式”，混乱模式的航班簇 Fc如

图 6 所示，这些序列的变化趋势较为复杂，并且某

些航班的韧性表征变量取值非常低。

通过计算趋势模式的 TI，可以将所有航班簇

分为两类。正向趋势主导的航班簇为：Fb（TI=
0），F7（TI=0.2），F27（TI=0.4），F36（TI=0.4）；负

向趋势主导的航班簇为：F21（TI=-0.4），F40（TI=
-0.4）。混乱模式没有固定的趋势画像，因此趋势

指数无法计算。

图 5 特征模式对应的航班簇

Fig.5 Flight clusters for the characteristic mode

图 6 混乱模式的航班簇 Fc

Fig.6 Flight clusters Fc for the chaotic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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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实际偏离测量结果

表 2 为 不 同 航 班 簇 的 CAD 与 CSD。 根 据

CAD 的符号，可以判断 Fb、F27和 F36都是正向偏离

主导，这些簇中的航班整体上具有更高的安全绩

效；F7、F21、F40和 Fc都是负向偏离主导，这些航班簇

的安全绩效水平要低于安全绩效基线。

从 CSD 的大小来看，显而易见，Fb 的 CSD 值

最小，因为基线模式航班的综合安全绩效都在一个

较窄的条带内；Fc的 CSD 值最大，为 0.7，接近 Fb的

5 倍，反映出混乱模式航班的绩效波动程度非常

大，加之 Fc 的 CAD 值为负，推断这类航班可能多

为传统飞行安全管理中关注的超限运行。

3. 4　航空公司安全韧性评价及管理启示

（1） 安全韧性评价结果

结合 3.1~3.3 节的分析，将航班样本划分到不

同的绩效模式并计算总体绩效结构 G 与特征绩效

结构 C，如表 3 所示。

总体绩效结构 G 表明，该航空公司超过一半

（G1=51.9%）航班都能保持在安全绩效基线附近，

这 构 成 了 其 运 行 韧 性 的 基 础 ；接 近 1/10（G3=

9.8%）的运行由于伴随强随机性或异常趋势，被归

入混乱模式，这部分航班代表了运行中难以预测和

控制的不稳定因素，直接削弱了整体韧性；其余近

四成（G2=38.3%）的航班呈现出显著的趋势特征，

属于特征模式。

该航空公司特征模式（模式Ⅱ）内部的绩效结

构 C=（51.9%，9.9%，38.2%）进一步揭示了运行

趋势的多样性：代表正向韧性表现（正向趋势或正

面偏离主导）的航班合计占 61.8%，其中，正向趋势

与正面偏离同时主导（模式Ⅱ‑1）的航班占特征模

式航班量的 51.9%，仅有一个正向维度主导（模式

Ⅱ‑2 和Ⅱ‑4）的航班占比为 9.9%。然而，负向趋势

与负面偏离同时主导（模式Ⅱ‑3）的航班占比达到

38.2%，这部分航班代表了系统性地偏离理想状

态，是另一个显著拉低韧性的因素。

综合 G 与 C，根据式（15）并取权重为 1，计算得

到该航司的飞行安全韧性指数 FSRI为 0.51。这个

数值位于 0 到 1 标度的中间区域，直观地反映了该

航空公司安全韧性的现状：既有超过半数航班稳定

运行的积极面（G1 主导），但也显著受到混乱模式

（G3）和特征模式中负向运行（C－）的削弱。具体而

言，FSRI=0.51 意味着该航空公司在维持常态运

行稳定性方面表现尚可，但在有效吸收干扰、防止

负向趋势蔓延以及管理极端混乱运行方面存在明

显不足，整体韧性水平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显然，

由于 G3 与 C－的值都相对较大，导致 FSRI 值未能

达到更高水平。

（2） 管理启示

该 FSRI 得分及绩效结构分布为航空公司的

安全管理提供了具体的改进方向。

一是，重点关注与干预低韧性模式。模式Ⅲ和

模式Ⅱ‑3 是拉低整体韧性的主要绩效模式，应作为

安全管理的优先关注点。建议安全管理部门深入

分析这两类模式航班的具体运行特征、发生环境

（如天气、机场条件）、机组构成、偏离参数等，结合

飞行数据、机组报告、签派记录等多源信息，识别导

致混乱或系统性负向偏离的根本原因，制定并实施

精准的干预措施。

表 2 不同航班簇的偏离

Table 2 Deviation of different flight clusters

航班簇

CAD
CSD

航班数量

Fb

0.073
0.144
454

F7

-0.121
0.437

33

F21

-0.127
0.272

89

F27

0.151
0.239

46

F36

0.191
0.239
128

F40

-0.064
0.285

39

Fc

-0.542
0.7
86

表 3 A航空公司的飞行绩效结构

Table 3 Flight performance structure of Airline A

指标

C

G

航班集合

TI
CAD

航班数量

模式Ⅰ

—

G1 = 51.9%
Fb

0
0.073
454

模式Ⅱ
模式Ⅱ‑1

C+ = 51.9%
G2 = 38.3%

F27

0.4
0.151

46

F36

0.4
0.191
128

模式Ⅱ‑3
C－  = 38.2%

F21

0.4
-0.127

89

F40

-0.4
-0.064

39

模式Ⅱ‑4
C0 = 9.9%

F7

0.2
-0.121

33

模式Ⅲ

—

G3 = 9.8%
Fc

—

-0.542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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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巩固并推广高韧性模式经验。模式Ⅰ代

表了稳定的常态运行，模式Ⅱ‑1 代表了积极应对并

展现良好趋势的运行。应分析这些航班的成功经

验和保护性因素，并通过案例学习、经验分享会、修

订培训材料等方式，将这些成功的经验在整个飞行

队伍中推广，以提升整体运行的稳定性和适应性。

三是，利用韧性评价结果优化安全管理体系。

将 QAR‑FSRAM 的评价结果（包括绩效模式的识

别、G 和 C 等结构参数、FSRI 值）整合到航空公司

的安全管理体系中。例如，将 FSRI 作为一项新的

安全绩效指标进行趋势监控；将识别出的模式Ⅲ和

Ⅱ‑3 航班作为风险管理的重点输入，用于评估风险

水平和制定缓解措施；将对低韧性模式的干预效果

和高韧性模式经验的推广情况纳入安全保障环节

的监控范围，评估管理措施的有效性。通过这种方

式，助推韧性评估从静态的评价工具转变为驱动安

全管理体系持续改进的动态引擎。

考虑到 FSRI 分值与评价等级之间的映射关

系可能需要根据多个航空公司 FSRI 分布确定，因

此本研究未对航空公司飞行安全韧性建立评价等

级。此外，韧性评估的重点，并不仅仅是得出 FSRI
数值，更在于通过这个过程，帮助航空公司的安全

管理者精准识别本公司的绩效结构，并视实际情

况，结合舱音记录、运行日志、机组报告、航后总结

等安全信息，深入探索和理解不同运行模式航班的

产生原因，进而提出针对性的对策，使得飞行运行

朝着更加稳定、更加具有韧性的方向发展。

3. 5　安全韧性评价结果的验证

为客观评估本研究提出的基于 QAR 数据的飞

行安全韧性评价方法（QAR‑FSRAM）的实际效

用，特别是其识别真实飞行运行风险的能力，采用

FOQA 对安全韧性评价结果进行验证。FOQA 是

行业广泛认可的飞行安全监控手段，其核心在于中

国民航局相关规定（如 AC‑121/135‑FS‑2012‑45R1）
及航空公司运行标准，监测航班飞行参数是否超过

预设的监控标准阈值。FOQA 超限事件（Exceed‑
ance）是对飞行操作偏离既定标准或安全边界的客

观记录，因此，FOQA 超限事件的发生频率可视为

衡量实际飞行操作中风险水平的关键指标。

本研究提出的 QAR‑FSRAM 旨在分析量化航

空公司整体飞行运行的韧性水平（体现为 FSRI
值），并识别不同的运行绩效模式。理论上，较低的

安全韧性水平应对应着更高的实际运行风险暴

露。根据 2.4 节，模式Ⅲ（混乱模式，对应 G3 指标）

和模式Ⅱ‑3（负向趋势与负向偏离主导，对应 C－指

标）是拉低 FSRI 得分的关键因素，代表了较低的

飞行安全韧性状态。因此，本研究的验证逻辑设定

为：检验由 QAR‑FSRAM 识别出的、导致 FSRI 得
分偏低的低韧性模式（模式Ⅲ和模式Ⅱ‑3），是否确

实 与 更 高 的 FOQA 超 限 事 件 发 生 风 险 显 著 相

关联。

为执行验证，本研究首先参照 FOQA 监控标

准，对该航空公司研究时段内的 875 个航班样本进

行了超限检测。如表 4 所示，共检测到 116 次飞行

参数超限，分布在 5 个关键飞行阶段，其中 T5时段

（0~15 m）的下滑道偏离最为突出。这 116 次超限

共涉及 52 个独立航班，表明部分航班存在多次超

限 情 况 。 超 限 航 班 占 样 本 总 数 的 约 6.0%（52/
875），这初步印证了该航空公司在研究时段内整体

飞行安全绩效存在改进空间，为 3.4 节中 FSRI=
0.51 所反映的“韧性不高”的评价提供了初步的

印证。

验证的关键在于考察超限事件在不同韧性绩

效模式间的分布差异。如图 7 所示，在 52 个超限

航班中，51 个航班被识别在低韧性的模式中，其中

24 个航班属于模式Ⅲ，27 个航班属于模式Ⅱ‑3，仅
有 1 个超限航班属于韧性最高的模式 Ⅰ（基线

模式）。

进一步，本研究分析了这 52 个超限航班在不

同运行模式中的分布，如图 7 所示。为了更精确地

量化风险关联，本研究计算了不同模式下的航班超

限率，即该模式下发生超限的航班数占该模式总航

表 4 超限航班检测结果

Table 4 Exceedance flight detection results

超限次数

垂直下降超限

空速超限

下滑道超限

航向道超限

超限航班

T1

0
0
0
0
0

T2

0
0
7

12
13

T3

0
0
7

12
13

T4

0
1

10
12
16

T5

0
2

41
12
48

图 7 超限航班在不同绩效模式中的分布

Fig.7 Distribution of exceedance flights in different perfor‑
mance m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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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数的比重。结果表明，模式Ⅲ和模式Ⅱ‑3 的航班

超限率分别 27.9% 和 21.1%，远高于模式Ⅰ（基线

模式）的超限率 0.2%，以及模式Ⅱ‑1（正向趋势与

正面偏离）和模式Ⅱ‑4（单一正向维度主导）的超限

率 0.0%。超限率的量级差异，清晰地揭示了低韧

性模式（Ⅱ‑3，Ⅲ）与显著升高的 FOQA 超限风险

之间的强关联性，以及其他模式（Ⅰ，Ⅱ‑1，Ⅱ‑4）的

低风险特性。这表明：（1）QAR‑FSRAM 方法能够

有效区分具有显著不同实际运行风险水平的航班

运行模式；（2）被模型识别为拉低整体韧性得分的

关键低韧性模式（模式Ⅲ和Ⅱ‑3），是 FOQA 超限

事件的“重灾区”，其风险水平远超其他运行模式。

因此，FOQA 的验证结果有力地支持了本研

究构建的 QAR‑FSRAM 方法的有效性和实际应用

价值，证明了该模型不仅能评估整体韧性水平，更

能识别出需要优先关注和干预的高风险运行模式。

4 结   论

（1） 本研究构建了一种基于 QAR 数据的飞行

安全韧性评价方法（QAR‑FSRAM）。该方法通过

建立韧性绩效表征变量、量化表征变量趋势特征和

偏离特征，从而揭示航班样本绩效结构并实现航空

公司飞行安全韧性评价。

（2） 以 A 航空公司进近阶段 QAR 数据为例，

案例研究结果表明，该航空公司飞行安全韧性值

（FSRI）为 0.51，存在明显进步空间，混乱模式（模

式Ⅲ）和负向特征模式（模式Ⅱ‑3）航班占比较高是

削弱该航空公司韧性的主要因素。进一步，通过与

FOQA 超 限 事 件 数 据 的 对 比 分 析 ，验 证 了

QAR‑FSRAM 识别出的低韧性绩效模式与实际运

行风险之间存在相关性，证实了该方法在识别潜在

运行风险方面的有效性。

（3） 基于韧性评价结果和航班韧性绩效模式

分析，QAR‑FSRAM 可为航空公司的安全管理提

供决策支持：指引管理层优先关注和干预特定的高

风险运行模式，并将韧性评估指标（如 FSRI、绩效

模式分布）作为前瞻性的安全绩效指标纳入安全管

理体系，以促进安全管理的精细化和前瞻性。

（4） 本研究的案例分析基于单一航空公司特

定时段和飞行阶段的数据，结论的普适性尚需更大

范围的数据验证。未来的研究应致力于扩展数据

样本（涵盖不同航空公司、更长时间周期、不同飞行

阶段及运行环境），以检验 QAR‑FSRAM 方法的广

泛适用性，并探索建立可供比较的韧性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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